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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 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 可以发现,

在分税制改革后, 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分税制的税收分权契约

性质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 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我国正处于 / 税收

增长红利0 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的作用将减弱, 第二种因素的作用部分消失, 第三种因

素的作用依旧存在。从长期看, 由于税收增长红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

速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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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这里我们不考虑 1993 年和 1994 年税收增长异常因素的影响。1993 年, 地方政府得知实行分税制后,

原来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将上缴中央, 并且增值税返还基数是 1993 年税收收入, 于是地方政府

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税款入库, 包括清缴欠税甚至 / 寅吃卯粮0 等, 这导致 1993 年税收高速增长后,

1994 年增幅又迅速回落。根据历年 5中国统计年鉴6 和 5中国税务年鉴6 相关数据计算。本文以下数

据未经特别说明, 均来源于 5中国统计年鉴6 和 5中国税务年鉴6。

一、引   言

自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我国税收收入呈现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首先从税收增

长与 GDP 增长关系来看, 税收弹性高。1986 ) 1992年税收弹性 (税收增长率/ GDP 增长率) 仅

为 01 43, 而 1995 ) 2009年达到 11 39。¹ 其次从不同时期的税收增长状况来看, 分税制改革后税

收增长率远高于分税制改革前。1986 ) 1992 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 71 2%, 而 1995 ) 2008

年高达181 4%。2009年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 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税收滑坡明显, 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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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税务总局 2009年初制订的税收增长 8%目标的实现普遍持怀疑态度。然而, 2009年税收

同比增长 91 1%, 这还是在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 5000亿元的情况下取得的。2010年, 税收同

比增长 201 8%, 再现高速增长趋势。¹

如此强劲的税收增长势头,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 以税收收入增长

为主要支撑的政府支出扩张深入到经济各个角落, 人们开始质疑税收高速增长的合理性及其可

持续性。为此, 学术界就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 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试图回答税收

高速增长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可归结为四个: 一是经济因素。包

括经济增长、物价上涨、产业结构升级、外贸持续快速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好转和居民

收入的快速增长、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等。º 曹广忠等还指出, 地方政府

为追求政绩和财政收入, 低价出让土地从而推动高税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快速

发展, 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是管理因素。分税制以来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对

税收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¼ 高培勇进一步指出, 之所以加强税收管理能促进税收增长, 根

本原因在于, 中国现行税制诞生时, 预留了很大的 / 征管空间0。½ 而之所以分税制改革以后

/征管空间0 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征收集权, 这对税收增长具有积

极作用。¾ 三是政策因素。从既有的研究结论看, 税收政策调整因素对税收超 GDP 增长的作用

是次要的, 并且其影响大多属于一次性的。¿ 四是税制因素。比如, 现行税制累进税率设计、

GDP 结构与税收结构差异等。À

不过, 经济增长、物价上涨、产业结构变动、累进税率设计、GDP 结构与税收结构差异等

因素是世界各国影响税收的普遍因素, 我国在分税制改革前也存在, 但当时税收增长速度却长

期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就加强税收管理而言, 尽管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以

/金税工程0 为代表的税源监控体系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很少有研究者分析为什么分税制改

革能够促使税务部门加强征管, 而在这之前的财政包干制却会造成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不断下

滑, 巨大的税收 /征管空间0 来自何处。

本文重新探究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 除了弥补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外, 还与当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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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关注的两大问题有关。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民生财政建设时不我

待。首先, 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来看, 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的收入比重从 1996年的

691 3%、131 6%、171 1% , 变为 2007 年的 571 5%、181 4%、241 1% ; ¹ 居民收入比重迅速下

降, 而政府收入比重明显上升。研究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税收角度分析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变动的内在机理。其次, 我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民生财政

建设至关重要。而民生财政建设又需要殷实的财力作后盾, 研究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可持

续性, 旨在分析民生财政建设的财力保障问题。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税收增长的源泉, 特别是科学地分析后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税收

收入还能否持续高速增长, 本文在构建一个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基础上, 重点探讨

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从税收分权角度, 阐释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提高的原因; 第二, 从间接

税制对纳税能力的放大作用角度, 阐明税收超 GDP 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三, 从近十年来中国经

济发展历程角度, 探讨增长红利, 寻找纳税能力提高的源泉; 第四, 综合前面的分析, 对未来

税收增长情况进行预测。

二、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 一个分析框架

(一) 税收增长源泉的理论分析

在既定的税制下, 税收征纳双方的能力和意愿对税收收入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 倘若税

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是高效的, 那么可以保证税收最大限度地接近足额征收; 反之, 税收的偷、

逃、骗、欠行为就会增加, 实际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为说明这些税制之外的因素对税收增长

的影响, 我们需要引入税收能力 ( tax capacity) 和税收努力 ( tax ef fo rt) 概念。

税收能力是指一国应当能征收上来的税收数额。它包括两种能力: 一是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简称纳税能力) ; 二是政府的征税能力 (简称征税能力)。纳税能力主要取决于税源的多寡, 征

税能力主要取决于税务人员的人数、技能、敬业精神以及信息化水平等。税收努力是指税务当

局征收全部法定应纳税额的程度, 或者说是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º 在理论上, 可以把税收比

率表达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函数:

  T
Y
= f

Tc
Y
, E ( 1)

其中, T 为现实税收收入; Y为 GDP; Tc为预期 (应征) 税收收入; E 为税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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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99 年和 2009年 5中国统计年鉴6 / 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0 相关数据计算。

税收努力概念是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的, 之后学

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旨在比较各国间税收努力指数的高低。近些年, 针对中国税收管理不断加强

的局面, 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关于税收努力的研究。J«rg en R . Lot z and Elliott R. Mor ss, ÷M easuring

Tax Effo rt in Developing Countr ies, " I nternational Monetar y Fund , vol. 14, no . 3, 1967, pp. 478-499; Roy

W. Bahl, ÷A Representative Tax System Approach to Measur ing Tax Effo rt in Developing Count ries, "

I nternational Monetar y Fund , vol. 19, no . 1, 1972, pp. 87-124; 吕冰洋、樊勇: 5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征管
效率的进步和省际差别6, 5世界经济6 2006 年第 10 期; 贾智莲、卢洪友: 5税收努力、环境差异与地

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 ) ) )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6 , 5财经论丛6 2009 年第 5 期; 赵志耘、杨朝

峰: 5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研究 ) ) )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6, 5经济与管理研究6

2009 年第 12 期; 唐沿源: 5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努力及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 ) ) 关于税收努力的一个
新的度量及其运用6, 5上海行政学院学报6 2010 年第 5 期。



根据 ( 1) 式, 可推导出税收努力比率或税收努力指数:

  E=
T
Y
/
Tc
Y
=

T
Tc ( 2)

可见, 税收努力比率是现实税收收入与潜在 (预期) 税收收入的比率。¹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对税收努力进行了多次实证分析, 但是从既有研究成果看, 存

在两大缺陷。一是引入税收能力的概念仅是为说明税收努力的内涵, 没有进一步剖析纳税能力、

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计算税收努力的传统方法是回归分析法, 囿于方法

限制, 得到的税收努力指数一定会有不少样本大于 1, 由此得出实征税收超过潜在税收的 /收过

头税0 结论。为克服这两点缺陷, 我们从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概念出发, 构建一个税收增长模

型说明影响税收增长各因素的作用 (如图 1所示)。

图 1 纳税能力、征税能力与税收努力

在图 1中, 横轴表示纳税人纳税能力的高低, 纵轴表示税收, 假定税收是比例税, 那么税

收就是过原点的一条射线。假定税率为 S。当纳税能力是 y1 时, 若税务部门的征税能力为

100% , 应征的税款就是 OC, 相应的税收负担就为税率 S。可是, 由于税务部门征税能力的不

足, 譬如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不够, 在税务部门付出 100%税收努力的情况下, 预期应征

的税收只为 OB, 因而预期税收收入线 T 1 表示在税务部门现有的征税能力下, 付出全部税收努

力所能征收的税收收入。如果税务部门没有付出全部的税收努力, 那么实征的税款会落在 OB的

某一点上, 比如 A 点, 宏观税负相应的就为Sc。于是, 税务部门的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分别为

OB/ OC和 OA/ OB。因此, 在既定的税制下, 征税方的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纳税方的纳税能

力变动都会极大地影响税收收入规模。

假定这个经济体在两个时期征税, 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分别为 y1 和 y2 , 实际税收收入分别为

t1、t 2 , 税收努力水平分别为 H1 和 H2 , 那么 1 期和 2期的预期税收收入分别为�t 1 ( y1 ) = t 1 /H1

和�t2 ( y2 ) = t 2 /H2。在图 2 中, A、B、C、D、E、F 点分别对应着 t 1、�t1 ( y1 )、�t 2 ( y1 )、�t 1

( y2 )、�t 2 ( y2 ) 和 t2。根据定义有:

  t2
t1
=
H2
H1

@ �t 2 ( y2 )
�t 1 ( y1 )

( 3)

( 3) 式右边同时乘除�t 1 ( y2 ) , º 经变换有:

  t 2
t 1
=
H2
H1

@ �t 2 ( y2 )
�t 1 ( y2 )

@�t1 ( y2 )
�t1 ( y1 )

( 4)

( 4) 式中, 税收收入
t 2
t 1
变动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

H2
H1

> 1, 表示税收努力提高;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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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旺、赵志耘: 5财政学6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t 1 ( y2 ) 的含义是, 税务部门利用 1 期的征税能力, 在税基为 y 2 情况下的预期税收收入。



�t 2 ( y2 )
�t 1 ( y2 )

> 1, 表示税务部门征税能力提高, 即预期税收收入线由 T 1 向 T 2 运动; 第三,
�t 1 ( y2 )
�t 1 ( y1 )

> 1, 表示税基增加 (纳税能力提高) 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即税收沿着预期税收收入线的运动。

从 ( 4) 式可看出, 税收增长的原因可以归为税收努力、征税能力和纳税能力提高的乘积。

(二) 征税能力、税收努力和纳税能力的关系

从图 2和 ( 4) 式中可以看出, 征税能力、税收努力和纳税能力这三种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

是互不交叉的。这是为了理论分析的简明起见, 但现实中, 在某种条件下, 这三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相互影响。

第一, 征税能力与税收努力的关系。征税能力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管技术水平和征税人员素

质这样的客观变量, 而税收努力主要体现为征税人员的敬业精神这样的主观变量。但是如果征

税人员的敬业精神体现在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上 (如税收信息化建设、业务培训、管理制度改革

等) , 那么主观上的税收努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客观的征税能力提高。

第二, 征税能力、税收努力与纳税能力的关系。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体现为税收部门的征

税效率, 一般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无关, 而纳税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结构、纳税人

纳税意识等变量。但在一定条件下, 由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决定的税收征收效率与纳税能力之

间存在一定的内生关系。一方面, 纳税能力影响征税效率。在我国, 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

是靠税收计划而非应收尽收原则完成的, ¹ 在税源充足即纳税能力强的地区, 税务部门在完成税

收任务后, 为避免抬高未来税收计划基数, 往往采取消极征税政策; 在税源不充足即纳税能力

弱的地区, 税务部门会加大税收努力来完成上级部门制定的税收计划。另一方面, 征税效率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纳税能力。我们知道,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 税收负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

个因素, 而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无疑对税收负担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而影响纳税能力。

尽管征税能力、税收努力和纳税能力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 但这并不会动摇本文分析的稳

健性。一是因为本文从税收分权角度解释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提高的动力, 注重解剖税收分权

的契约改变对征税效率的影响, 并不对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作进一步的数量分解; 二是本文论

证的我国纳税能力提高的源泉, 主要是来自税制结构、人口红利、技术模仿红利、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等因素, 税制结构和人口红利完全是税收征管水平的外生因素, 技术模仿红利主要取

决于国内外技术落差和经济开放政策,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高度相关,

它们与税收征管水平的关联度微乎其微。

三、税收分权: 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提高的动力

对于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的高速增长, 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加强征管对税收增长的重要作用。

但是, 为什么在财政包干制下能够预留下那么大的 /征管空间0? 分税制下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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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应收0 取决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 尽收0 取决于税务部门的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按照 / 应收尽收0

原则, 税收征收部门就应该付出 100%的税收努力, 并尽最大努力提高征税能力, 使得纳税人的纳税能

力得到充分体现。但是在世界各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 ,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税款的 / 应

收尽收0 都只是理想状况, 应征税款与实征税款都会存在较大差距, 其差距主要表现为逃税。在我国,

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认定 / 应收尽收0 的标准和能够约束税务机关行为的制度, 各级政府一直通

过 / 税收计划0 来促使税务部门提高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因此, 税收计划并非突破税收制度的约束,

而是在现行税收制度下, 缩小税收缺口、保证政府税收收入增长的一种奖惩结合的行政措施。



力来自何处? /加强征管0 这个 /黑箱0, 还可以作进一步分解吗? 为此, 我们从税收分权角度,

研究分税制中蕴含的税收分权契约性质和税收激励。

(一) 理论分析

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 (或称税收行政权、税收执法权)、收益权 (收入归属

权) , 这些税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称为纵向税收分权。在经济运行中, 税收立法

权一旦确定下来很难变更, 产生税收激励作用的主要是税收征管权和收益权。在文献中, 一般

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是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 地方税务局是地方政府的代理机构, 因而, 政府间

纵向税收分权的不同形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务部门的税收激励。

理论上, 税权的纵向划分主要采取三种合同形式: 一是定额合同, 税收征管权归属于地方

政府, 而税收收益权的定额部分归中央, 剩余归地方政府所有; 二是分成合同, 税收征管权归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所有, 税收收益权按分成比例划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三是分税合同,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完全拥有某一税种税收征管权, 税收收益权按税种划归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 这是最彻底的分税制。¹

现在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说明不同税收分权的税收激励差别。假定税收是比例税,

税率为 t, 税基为 Y, 地方政府分享分成比例为 p, 需上缴的税收定额为 F, 那么三种合同形式

可用一个统一公式表示, 即地方政府税收所得为: ptY-F。原因在于: 当 F= 0, p X 1时, 为分

成合同; 当 p= 1, F X0时, 为定额合同; 当 p= 1, F= 0时, 为分税合同 (中央政府需另外独

自设立税种征收)。假定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征收税款, 在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是 e 情况下, 边

际税收收入一般会随着税收努力上升而递减, 如反复的税收稽查并不会使税收同步增长。因此,

税收收入是税收努力的凹函数, 可设定税收收入为 e
H
tY, 0< H< 1。地方政府征税需付出征税成

本, 税收成本与税收努力正相关, 可写为 AetY, A 为征税成本系数, 与征税能力、公民纳税意

识等因素有关。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决定税收分成比例和税收定额, 使中央财政收入规模最大化;

而地方政府目标是决定税收努力, 使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最大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

数可分别写为:

中央政府目标: M ax
p

( 1- p) e
H
tY+ F

地方政府目标: M ax
e

 pe
H
tY- F- AetY

由于在现实中, 税收分权形式一般确定下来就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不变, 因而可以理解为

中央政府先行动决定税收分成比例, 地方政府后决定税收努力程度, 即属于古诺博弈。通过求

偏导可得出地方政府目标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

  e=
pH
A

1
1- H

( 5)

即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与税收分成比例高度相关。毫无疑问, 当 p= 1时, 地方政府税收努

力程度最高, 此时实行分税合同和定额合同。需要注意的是, 在公式表达上定额合同的高低不

影响地方政府的边际税收努力, 但实际上, 定额合同与分税合同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激励不会完

全一样, 分税合同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激励一般高于定额合同。

将 e值代入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可得: p= H。即中央政府为维持中央财政收入规模, 就要规

定一定的分成比例。中央政府面临着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和加强中央财政收入集中的一对矛

盾, 折衷的办法就是采取分税合同。故此, 在现实经济中, 中央政府一般将易于征管、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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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吕冰洋: 5政府间税收分权的配置选择和财政影响6 , 5经济研究6 2009 年第 6 期。



大宗收入的税种划为中央税, 而将其他税种划为地方税, 使各自的边际税收努力能够 100%体现

在边际税收收入上, 这也是分税制在世界各国得以广泛采用的原因之一。

(二) 现实解释

11 财政包干制下的税收激励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 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务部门为何不断加强征管, 以及改革之初为何存

在巨大的税收 /征管空间0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分税制改革前, 我国财政实行的是 /分灶吃

饭0 为特征的财政收入包干体制, 它是分成合同和定额合同的结合, 以分成合同为主, 如 /收

入递增包干0、/总额分成0、 /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0 基本属于分成合同 (共 16个地区适用) ,

/定额上解0 属于定额合同 (共 3个地区适用)。以分成合同为主的财政收入分级包干体制, 其

组织收入效率毕竟低于定额合同和分税合同, 但是定额合同不足之处是随着时间推移, 中央政

府所得的财政收入从定额合同中所得的份额会越来越低, 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这样的合同。解

决的办法是实行 /收入递增包干0、/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0 等办法, 试图通过让中央政府参与

税收增长分成办法, 扩大中央财政收入。

然而, 在分成合同契约下, 地方政府税收边际努力得不到 100%的回报, 而税收减免机制却

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 就是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努力减缓税收

收入增长速度, 以此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收增长分成。为监督各级政府税收努力, 中央政府的

对策是加强税收监督和处罚, 中央政府甚至直接向企业派驻财政驻厂员和税务专员, 并且从

1985年开始, 国务院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 /财税大检查0。然而税收处罚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中央

政府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不努力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税收监督, 但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

信息传递和收集的链条越来越长, 税收监督成本和难度也越来越高, 中央政府通过税收监督来

抑制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不明显。于是, 财政包干制下税收努力呈现整体降低态势,

特别体现在经济发展较快、税源较丰沛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例证看到这一点。¹

21 分税制下的税收激励分析
对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 研究者基本上都肯定了加强税收征管的巨大作用。

令人迷惑的是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分税制下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动力来自何处? 加强税

收征管会不断压缩 /征管空间0, 却为何能够持续下去?

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动力在于分税制下税收分权的契约性质。分税制改革主要属于分

税合同, 其中又对增值税等个别税种实行小幅度的分成。分税制改革使得税收分权向以分税合

同为主的契约转变, 与财政包干办法相比较, 中央与地方税权边界比较清楚, 税收风险和收益

基本由双方自己承担, 税收激励比较明显,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动力提高税收努力, 并通

过税收信息化建设来提高征税能力。而税收征管空间之所以能持续很长时间, 原因有两点。一

是财政包干制下税收激励不足客观上留下很大的税收努力和征税能力提高空间; 二是 1993 年的

税制设计中, 本身就考虑到税收征收率较低的实际, 在税制设计中留下很多余地, 以确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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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我们以 1988 ) 1993 年上海和北京为代表说明。财政包干制下, 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

式, 结果上海 5 年间财政税收入连年在 163 亿元至 165 亿元之间, 一点没增长, 即在完成中央要求的

税收定额后, 控制财政收入不增长, 尽最大可能降低中央政府参与的税收分成部分。中央政府对北京

市采取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 约定的年增长率是 4% , 5 年之中, 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为 4% , 实行分

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 98亿元收入 ( 5瞭望6 (新闻周刊) 第 37 期, 2003 年 9 月 15 日)。



扭转财政收入比重下滑的趋势。¹

分税制改革以来, 较强的税收激励与较大的征管空间结合在一起, 促使税务部门的征税能

力和税收努力不断提高, 由此带动税收连年高速增长。从现实来看, 征税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一方面, 是以税收信息化为主的税务部门硬件建设, 具有代表性的是连续三期的增

值税 /金税工程0 建设,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 1998年 8月起的 /金税二期工程0 建设, 建设内容

涵盖了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计算机交叉稽核系统和发票协查系统,

从而使增值税的管理上升到网络化、系统化层面; º 另一方面, 是税务人员队伍建设, 表现为税

收稽征人员扩大和税收征收人员业务能力提高。刺激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努力的形式主要有: 每

年各级地方政府下达税收增收计划任务 (一般高于经济计划增幅 2 ) 3 个百分点) , 税务工作强

调以 /组织收入为中心0, 确保税收计划完成;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普遍加强税收稽查力

量, 对企业不断进行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 对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税务部门, 地方政府往往给

予不菲的奖励; 等等。由于税收信息化建设、税务人员队伍建设、对税收努力的刺激均是长期

而非短期过程, 因而加强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具有长期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

图 2 1996) 2005年中国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程度

吕冰洋和李峰曾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测算出 1996 ) 2005年我国历年各省税收征管效率

提高程度。» 在此基础上, 我们求出全国平均征管效率提高值 (见图 2)。显然, 分税制改革以

来我国历年税收征管效率都有较大提高, 这证实了税收分权变化提高了税务部门征税能力和税

收努力的论点。

四、间接税制: 纳税能力的放大器

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 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主体地位, 以企业所得税为代

表的直接税处于次要地位。1995 ) 2008年, 国内增值税 (以下简称增值税) 和营业税占总税收

收入的比重总计为 501 5%, 而企业所得税仅为 161 7%。在这种税制结构下,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增长对整体税收增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图 3看出, 1995 ) 2009年, 增值税和营业税增长

速度在绝大多数年份远高于名义 GDP 增长率。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税制设计中解剖这两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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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对这样的税制设计, 高培勇形象地称为 / 宽打窄用0, 即以 /宽打0 的税制架构, 确保 / 窄用0 的税收

收入规模。高培勇: 5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6 , 5经济研究6 2006年第 12 期。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 5增值税征收率变动与金税工程二期效果宏观分析6 数据显示, 增值税征收率

从 1994 年的 571 5%上升到 2004 年的 851 7% , 极大地提高了税务部门对增值税的征税能力。

吕冰洋、李峰: 5中国税收超 GDP 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6, 5财贸经济6 2007 年第 3 期。



税种的增长源泉。

图 3 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

(一) 增值税设计对税收高速增长的影响

从增值税类型划分上, 可供选择的形式有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三

种, 世界上普遍采用是消费型增值税, 而我国在 2008年前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

税以销售收入减除中间性产品价值的余额为课税增值额, 其税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而消费

型增值税以销售收入减除投入生产的中间性产品价值和同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全部价值为课税增

值额, 其税基相当于全部消费品的价值。生产型增值税与消费型增值税的主要差别是, 前者对

购入固定资产的已纳税款不予抵扣, 即对固定资产折旧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这会使得增值税增

长速度成倍于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增长。结合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经济发展历程, 生产型增值税设

计的税收放大器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完成。

11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在近年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过程中, 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分

工逐步向产业内分工转化, ¹ 即由水平专业化分工转向垂直专业化分工。一般来讲, 垂直专业化

分工在加快技术进步的同时,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增加; 而 /全能性0 工厂生产具有规模经

济, 固定资产利用率高。随着垂直专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 对固定资

产折旧的重复征税将导致增值税成比例增加。

21 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近十年, 我国工业化建设步伐加快, 工业化建设需进行大量厂房建

设和购置大量设备, 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折旧无法通过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来分摊一部分成本, 因

而在工业化的背景下, 将导致税基迅速扩大。比如 1996 ) 2007年, 设备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

181 4%, 高于名义 GDP 增长率 6个百分点;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004 ) 2007年平均为

32% ; 固定资产折旧占 GDP 的比重从 1996 年的 121 8%上升到 2008 年的 141 2%。在这种背景
下, 由于生产型增值税的设计, 工业化进程将带来增值税税基的扩大, 增值税增长速度必然高

于经济增长速度。

31 经济结构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 生产要素中资本、劳动和技术的相对

丰裕度会发生变化。据测算, 2006年我国劳均资本为 1995年的 31 6倍, 这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在生产型增值税设计下,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 购进的投

入品主要是原材料、辅助材料等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较小, 因而产品价值中所含折旧

额比较小, 重复征税程度也较低; 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 产品价值中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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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较大, 重复征税程度也较高。因此, 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使增值税增长速度高于经济

增长速度。

我们可以通过反证法来说明增值税这种税收的放大器作用。从我国增值税税基看, 它主要

是工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之和, 增值税实行比例税率, 那么从理论上讲,

增值税对税基的税收增长弹性应严格为 1。但是根据测算, 1996 ) 2008 年增值税的税收增长弹

性平均为 11 36, 说明增值税确实存在税收放大器作用。

实际上, 增值税这种纳税能力放大器作用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就存在。我国从 1985年开始征

收增值税和产品税, 核定计税依据时采用的是账簿法而非发票法, 这使得税收监控能力较弱。

但是即使是在当时减税让利的财政政策背景下, 并且加上税收监控能力弱等不利因素, 增值税

和产品税的增长幅度依然远远高于平均税收增长幅度。分税制改革前 9年, 增值税和产品税之

和的平均增长率为 271 6%, 高于同期税收平均增长率 161 5个百分点, 也高于同期名义 GDP 平

均增长率 61 8个百分点, 说明重复征税的税收机制设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¹

(二) 营业税设计对税收高速增长的影响

在 1994年税制设计中, 为保证地方财力需要, 税制中保留了营业税, 它的收入归地方政府

所有。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属于间接税, 它们并存的后果是对一些税目存在重复征税行为, 这导

致税收增速会超过 GDP 增速。

11 营业税与增值税重复征收的影响。在欧洲国家, 增值税征税对象范围包括生产、批发、

零售以及服务等所有交易活动, 而我国 1994年采用的增值税设计没有把所有服务交易都列入征

税范围, 只列入加工和修理修配服务, 大多数服务交易属于营业税计征范围。营业税的税基是

应税劳务和销售财产收入, 进项税不能抵扣, 换句话说, 营业税税制设计强化了对生产投入的

重复征税问题。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营业税九大税目中对交通运输业 (税率 3%)、建筑业 (税

率3%)、销售不动产 (税率 5%) 的征税上, 这三种服务生产投入的费用大。营业税和增值税并

存的后果是, 政府在对这些行业的生产投入征收了一次增值税后, 又对它们的销售收入征收了

一次营业税, 即对生产投入存在双重征税问题。

21 营业税税目间重复征收的影响。在营业税九大税目中, 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属于两个

不同税目, 这样会对建筑收入存在双重征税问题。比如, 房地产商建设一个价值 1亿元住宅小

区对外销售, 房地产公司需交纳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500 万元 (税率 5% )。同时, 假定房地产公

司需付给建筑公司建设支出 8000 万元, 那么建筑公司又需交纳建筑业营业税 240 万元 (税率

3%)。由于对建筑收入的双重征税, 会使得房地产业营业税增幅高于 GDP 增幅。在房地产业繁

荣时期, 营业税这种制度设计特点将大大推动地方税收高速增长, 如 2007年建筑业和销售不动

产业营业税占总营业税 50% , 而在个别地区, 如北京市密云区, 甚至 631 1%的营业税来自房地
产业。º 2009年, 营业税同比增长 181 2%, 而房地产和建筑业营业税同比分别增长 381 6%和
231 8%。2009年税收增长任务的完成,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除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征税机制外, 我国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重复征税机制。一是消

费税和增值税的重复征税机制, 消费税是在增值税普遍征收的基础上, 对应税消费品的再征税,

这样就会存在对应税消费品的双重征税问题; 二是对股息所得的双重征税, 按照法人虚拟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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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将增值税和产品税合并计算, 一是因为从 1986年起, 国家把原征收产品税的部分工业产品陆

续改征增值税, 增值税数据无法剔除税制改革的影响; 二是因为产品税按产品销售总额征税, 也存在

明显的重复征税机制。

北京市地税局研究报告 5 / 十一五0 期间北京地方税源结构与产业发展研究6 , 未刊稿。



理论基础, 对公司课税就是对股东课税, 因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并征收会造成对股息

的重复征税。

总而言之, 我国 1994年的税制改革背景, 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家财

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滑 (即 /两个比重下滑0 ) 问题, 因而当时税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

的是确保 /两个比重上升0。这样, 在税收制度设计上, 比较强调税收的组织收入功能, 随着近

十年来外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 这种税制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五、增长红利: 纳税能力不断提高的源泉

除了经济增长外, 纳税人纳税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 某种因素的作用能使纳税

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税源迅速扩大, 我们称这种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相关联、并且能极大

促进税源增长的因素为 /增长红利0。有研究者指出, 我国税收高速增长分成两个阶段: 1995 )

1999年的税收增长势头平缓, 需严盯死守, 得来不易; 2000年后税收增长态势猛烈, 有点始料

不及、水到渠成的味道。¹ 其原因正在于 /增长红利0 的迅速释放对税收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促进税源增长的 /红利0 主要是人口红利、技术模仿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

(一) 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 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 一

段时期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 同时又由于生育率下降, 出现总人口 /中间大,

两头小0 的结构。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

就是 /人口红利0。从我国的现实看, 20世纪 60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 八九十年代大量劳动

力进入就业期, 随后生育率下降使这些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比较少, 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

储蓄率, 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据估算, 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

献超过 1/ 4。º 人口学家指出, 我国在进入 21世纪后, /人口红利0 的作用急剧扩大。»

图 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

人口红利对税收高速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 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得劳动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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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5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6 , 5经济研究6 2006年第 12 期。

蔡昉: 5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 ) ) 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6, 5人口研究6

2004 年第 2 期。

马瀛通: 5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 21 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6 , 5中国人口科学6 2007 年第 1 期。



期维持较低的成本, 企业利润率维持较高水平, 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研究者指出, 东亚奇迹

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经济曾经有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 又通过恰当的经济政策

开发出人口红利, 从而在很长时期里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¹ 另一方面, 由于人口红利带

来的高储蓄率, 使得 /高储蓄 ) 高投资 ) 高增长0 的增长过程得以持续。从图 4 可看出, 投资

在 2000年后以远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增长。在具有税收放大器作用的间接税税制设计和高投

资增长率双重作用下, 间接税增长速度就会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速度。

(二) 技术模仿红利

中国整体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决定了中国企业在长时间内技术进步以技术模

仿为主。自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 中国快速吸收了国际产业转移分工, 变成出口导向型国家,

形成了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低价工业化0 的生产模式。即一家企业通过引进设备, 生产一

种产品获利后, 这一模仿产品的市场被开发出来, 后发企业跟进, 模仿性地引进设备, /挖0 一

些现成企业的成熟人员, 进行该产品的生产, 获利后大量模仿者进入, 就形成套利扩散机制。

技术模仿红利带来的技术低成本与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 使得企业平均利润率能

够较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 由此带来企业所得税的高速增长。在对中国资本回报率估测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发现, 近十年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确实发生了真实而非虚

构的强劲增长, 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 净资产净利润率从 1998年的 21 2%上升到 2005年的

121 6%, 税前利润率从 31 7%上升到 141 4% , 总回报率从 61 8%上升到 171 8%。º 白重恩等也有

类似的发现。» 在工业化进程中, 设备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最易发挥的领域, 历年的统

计数据显示, 各种设备制造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水平普遍高于整体行业平均水平, 这部分体现

了技术模仿红利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 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能力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2000年以来, 企业所得税年均增幅高达 301 7%,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三) 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

前文指出, 我国间接税的税制设计使得投资增长能够带来充足的间接税税源。而我国自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 是与这个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速分不开的。以机

械工业的快速增长为主体, 包括钢铁、化学、有色等一批带有明显 /重化工业0 特征的高增长

产业群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

由上文对增值税税制分析可知, 工业化进程产生大量投资会促使增值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提速, 1980年, 全国有 223 座城市, 其中人口规模超过

100万的城市只有 15座。到了 2004年, 全国共有 661座城市, 其中人口规模超过 100万的城市

有 174座。一般认为,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与工业化率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比值的合理范围在 140% ) 250%之间, 我国 2004年这一比值为 891 5% , 城市化仍明显

地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商品住房投资, 这推动了建筑业及租赁业、

房地产业等市场的繁荣, 由此带来营业税的迅速增长。

#87#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 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¹

º

»

蔡昉: 5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6 , 5经济研究6 2010年第 4期。

CCER / 中国经济观察0 研究组: 5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 ( 1978 ) 2006) ) ) ) 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
气微观基础6, 5经济学 (季刊)6 第 6 卷第 3 期, 2007 年。

Bai Chong-En, Chang-T ai Hsieh and Y ingy i Q ian, ÷T he Return of Capital in China, "B rook ing s Pap er s on

Economic A ctivity , vo l. 2006, no. 2, 2006, pp. 61-88.



图 5 三大红利对税收增长的推动作用

图 5综合显示了三大红利对税收增长的推动作用, 说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高速增长, 是

与近十年来我国处于纳税人纳税能力提高的 /红利0 期分不开的。技术模仿红利使企业技术利

用低成本, 人口红利使得企业雇用劳动力低成本, 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

润率水平, 从而使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能力提高; ¹ 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 使得资金供给充

裕, 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带来旺盛的建筑和设备投资需求, 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特定的增值

税和营业税制度安排下, 使纳税人两税纳税能力提高。这三大主体税种合在一起, 促使整体税

收高速增长。

六、未来税收还会不会高速增长

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 我国税收在未来能否继续高速增长? 根据本文的研究, 这主要看

上述支撑税收高速增长的三大因素能否持续下去。

从税收激励角度观察, 分税制以来各级税务部门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

其提高空间不是无限的, 提高程度只会随着时间而递减。就征税能力而言, 连续三期的 / 金税

工程0 的建设使得增值税征收率大幅提高后, 短期内再提高征税能力难度较大, 它受多种客观

条件限制, 如征管信息化水平、税制的复杂性、纳税人的配合程度等。就税收努力而言, 根据

以往经验, 刺激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努力的最有效措施就是税务任务施压, 但是这种手段只有在

税收缺口较大且逃税容易查处的情况下才有效, 长期的税收任务施压势必使得税收努力提升空

间缩小。因此, 从长期来看, 由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提高带来的税收高速增长的作用效果将

降低。

从间接税税制设计看, 大部分重复征税机制仍旧存在。就增值税而言, 随着 2009年增值税

允许设备投资的进项税款抵扣政策实施, 增值税的纳税能力放大器作用将减弱一些, º 但是在我

国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 大多数年份设备投资的比重不足 1/ 4, 对其他固定资产的重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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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10 年 1 ) 11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

的企业) 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491 8% , 工业利润增长较快的行业除了与能源相关的行业外 (这些行业利

润增长很大部分来自能源价格提高) , 主要集中在化纤制造业和电子、运输等设备制造业上, 金融危机

刚过这些行业就能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 / 增长红利0 在发挥重要作用。
设备投资之外的固定资产投资主体是建筑投资, 建筑投资主要缴纳营业税, 计税依据是建筑收入, 不

允许建筑投资抵扣进项税形成的重复征税机制体现在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 不体现在增值税内部, 因

此增值税本身的税收放大器作用将减小。



税机制仍存在。营业税和增值税之间、营业税税目之间、消费税和增值税之间、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之间的重复征税机制也还存在。这些重复征税机制是推动未来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

动力, 事实也支持了这一判断。2010年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率为 141 8% , 远低于增值税转型前

的增长率; 而同期消费税、营业税的同比增长率分别高达 271 5%和 231 8%, 意味着消费税和营

业税重复征税机制仍在发挥着作用。¹

从税收增长 /红利0 看, 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º 而

技术模仿红利将会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但是, 税收增长红利的释放需要依托

两个主要条件: 一是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二是民间部门投资需求的扩张。前者随着增值税转型

已有所减弱, 就后者而言, 投资需求最终取决于国内外消费需求。从进入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

展看, 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下降,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2000年的 481 5%下降到 2009 年的

351 6%。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恰恰是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地区, 如

2007年广东、上海出口外向度 (出口占 GDP 的比重) 高达 90%。表面上看, 由于出口退税因

素的影响, 出口对税收的拉动作用有限, 但是在内需迟迟不振的情况下, 出口的扩大, 会带动

企业利润水平、就业水平、职工工资水平提高, 以及大量相关产业的繁荣, 它是三大 / 红利0

能够释放出来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 我国税收收入 2/ 3来自东部地区。

根据以上讨论, 未来影响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有正反两方面: 抑制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有

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的作用效果降低, 增值税的纳税能力放大器作用减弱; 促进税收高速增长

的因素是税收增长红利和间接税重复征税机制仍旧存在。但是税收增长红利的释放需要以生产

型增值税和投资需求的扩张为依托, 这两个条件中前者已减弱, 后者受经济周期影响很大。因

此, 尽管结构性减税政策导致增值税收入大幅度减少, 但是只要人口红利、技术模仿红利、工

业化和城市化红利仍存在, 在世界金融危机过去后, 随着企业部门投资需求的扩张, 税收仍可

能保持高速增长。

最后,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测算来推测未来税收增长趋势。前文指出, 由于增值税存在

税收放大器作用, 1996 ) 2007年增值税对税基的税收增长弹性平均为 11 37, 同期增值税增长对
税收增长的贡献平均为 33%。但是随着增值税转型, 这种税收放大器作用已减弱。消费型增值

税为比例税, 理论上税收增长弹性为 1; 如果假定过去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 增值税对税收增

长的贡献就会降至 241 1% ( 33%/ 11 37) , 整体税收增长率下降 81 9%。1996 ) 2008年整体税收

对GDP 的增长弹性平均为11 47, 若是消费型增值税, 税收增长弹性降为 11 34。根据吕冰洋、李

峰的实证结果,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每年促进税收增长约 41 1%。» 假定过去实

行消费型增值税并且税收征管效率不提高, 那么税收增长弹性应为 11 28。这样, 未来数年税收

增长弹性可能在 11 28 ) 11 34之间, 税收收入的增速仍会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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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http: / / w ww . chinatax . go v. cn/ n8136506/ n8136608/ n9947993/ n9948014/ 10574313.

ht ml.

蔡昉指出: / 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 , 因而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

结构优势称作是第一次人口红利, 而把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

力资本供给称作是第二次人口红利, 那么现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尚未发掘殆尽, 第二次人口红利有着巨

大的开发潜力。0 这意味着第二次人口红利仍会带来高储蓄, 并且人力资本的提升仍可阻止资本边际报

酬递减趋势, 根据前文的分析, 这对保持税收增长是有利的。 (蔡昉: 5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

转折点6, 5经济研究6 2010 年第 4 期)

吕冰洋、李峰: 5中国税收超 GDP 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6, 5财贸经济6 2007 年第 3 期。



七、结   语

本文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 分析了中国税收增长的源泉, 并对未来税收增长进行

了展望。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 税收分权的变动提高了税务部门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税

收分权改革, 它从以定额合同和分成合同为主的契约形式向分税合同为主的契约形式转变, 由

此对各级税务部门产生了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作用促进税务部门征税能力和税收努

力的提高, 进而带动税收高速增长。

第二, 间接税的税制设计放大了纳税能力。这种间接税的放大器作用表现为: 一是生产型

增值税规定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能抵扣增值税; 二是增值税与营业税、营业税税目之间存

在重复征税。随着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本的不断积累、房地产市场

的繁荣, 间接税的税制设计导致税收增幅高于 GDP 增幅。

第三, 税收增长 /红利0 对税收高速增长影响巨大。近十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人口

红利、技术模仿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这促使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

业税三大主体税种的收入高速增长。

第四, 未来数年税收增长弹性可能在 11 28 ) 11 34之间。在未来不发生较大税制改革的情况

下, 在抑制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 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的作用效果降低, 增值税的纳税能力

放大器作用部分消失, 而支撑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 ) ) ) 税收增长红利和营业税重复征税机制依

旧存在。因此从短期看, 在金融危机时期税收增长幅度会有回落, 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随着

民间投资的高涨, 税收收入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1责任编辑: 梁  华  责任编审: 许建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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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the stance, v iew point and methodolo gy fo r our investig ation

of contemporary issues, as w ell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and methodo logy fo r our research into

histo ry . It involv es know ledge of the 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r, as it is usually r eferred

to , the ontolog y of histo ry. It also involv es a w ay o f understanding history , i. e. an

epistemolo gy, methodo logy and values fo r the study of histo ry. T he tw o are united in histo 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re is no quest ion of their being in opposit ion. In accordance w ith histo rical

materialism , one may sum up by saying that historical facts are non-recurring , histo rical

phenomena possess similarit ies and historical law s repeat themselves. Without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pect ive featur es of histor ical facts, phenomena and law s and their inner

connect ion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 sound theory of history .

( 3) The Three Temporal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Three Paradigms for Understanding It

Zhang Zhengw en # 53 #

Historical resear ch should adopt three temporal dimensions, the natural, the social and the

spir itual, and should establish empir ical, theo ret ical and explanatory paradigms for

understanding histo rical facts, law s and meanings. Such resear ch needs to base itself on w el-l

ordered mult-i layered studies at various disciplinary interfaces, realize the authent icity ,

objectivity and values o f histor ical research, and come to a scient if ic, ef fectiv e, rational and

integral under standing of history. This appr oach bring s histor y vividly to lif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text and r eveals the cul tural value of the who le of histo ry, bringing about the

tr anscendental design of and humanist concern w ith the future of actual subjects and making it

possible to ef fectively explore the path o f fr eedom i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 4) The 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 of Hermeneutical Methodology: From Protestant to Romantic

Hermeneutics Pan Der ong # 63 #

The explanatory pat tern of natural science facilitated the const ruct ion of the methodolog ical

system of modern hermeneut ics but did no t lead direct ly to the emergence o f hermeneut ics. T he

intervening period saw the succession of tw o theor et ical approaches, namely Pro testant and

romant ic hermeneut ics. In the case of Protestant theolog y, the ideas of scient if ic methodolog y

interacted w ith the ÷methodo logy of ex egesis" inherent in the principle of ÷tex tual interpretat ion"
advanced by Protestant theolog y, g iving rise to a methodolog ical consciousness and a univer sal

system of rules of interpretat ion. In the case of romant ic hermeneut ics, the g row th of reflection

on hermeneut ic methodo log y changed the original st imulus f rom scient if ic methodolog y to an

innate impulse; it also categor ized and prov ided a theoret ical elucidat ion of the factor s in

hermeneut ics on the basis o f a dist inct stance. From a dif ferent perspect ive, romant ic

hermeneut ics pr obes deeply into the disciplinary natur e of hermeneutics and into type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 ion and their theor et ical foundations. It w as on the basis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at Schleiermacher finally established general hermeneut ics, the init ial fo rm of

moder n hermeneut ics.

( 5)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the Rapid Growth in Chinese Tax Revenues? An Explan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ax Capacity and Tax Effort L�B ingyang and Guo Qingwang # 76 #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et ical f ramew ork of tax capacity and tax effort to analyze the

source of rapid g row th in tax r evenues in China. Af ter the tax-sharing r eform, Chinaø s

longstanding and rapid tax g row th w as mainly at t ributable to the follow ing three factors: the

st rong stimulus o f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decentr alizat ion of pow ers in the tax-sharing

system , incr eased tax capacity due to the inst itut ional design of indirect tax es, and the fact that

w e ar e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centrated release o f a ÷tax gr ow th bonus. " T he future w ill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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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eakening role for the f irst facto r, the par tial disappear ance of the second, and the surv ival of

the third. For this reason, Chinaøs tax revenues w ill exper ience a certain falling back due to the

inf luence o f the econom ic cycle and especially the investment cycle. In the long run, how ever,

Chinaøs tax take w ill cont inue to g row at a high speed because the tax-g row th bonus w ill last for

a long t ime.

( 6) Capita-l embodi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1981-2007

Song Dongl in Wang L inhui and Dong Zhiqing # 91 #

This paper categorizes capital into st ructur e capital and equipment capital and uses the

endogenous econom ic grow th model to illust rate the role of capita-l embodied technolog ical

pro gress in econom ic g row th. In addit ion, it adopts the capital quality index to adjust equipment

capital stocks in order to exam ine the contribut ion to economic g row th o f capita-l embodied

technolo gical pro gress after current capital ef ficiency is adjusted. T he results show that embodied

technolo gical pro gress in equipment capital has an annual gr ow th rate o f 4. 78 percent , account ing

fo r 10. 6 per cent of economic g row th and 14. 8 percent o f the total capital cont ribut ion. T he

contribut ion of techno logical progr ess varies w ith type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mpared w ith

the 1980s, the per iod starting from the 1990s has seen a steady fall in 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embodied technolog ical pro gress, and a V-shaped evolution in the contribut ion of neutral

technolo gical change, w ith the fall being larger than the rise. It w ill be impossible to sustain

last ing high-speed econom ic g row th unless the downw ard t rend in the contribut ion of

technolo gical pro gress is fundamentally reversed.

I nvestigat ion Repor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Labor Rights: A Surve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 iu L inp ing Yong X in and S hu B inbin # 107#

The corr ect handling of labo r-capital r elat ions and pro tection of the rights o f rural mig rant

w orker s has become a signif icant pr oblem facing Chinese society. Current resear ch on the rights

of such w o rkers has failed to g iv e due at tent ion to the issue o f reg ional dif ferences. W e conducted

a large- scale survey o f m ig rant w orkers in the Pearl Riv er Delta and Yang tze River Delta, w ith

the fo llow ing findings: 22 out o f 31 major indicator s of rights pro tection show signif icant

dif ferences in the tw o reg ions. The Yang tze Riv er Delta perfo rms better tha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erms o f 20 indicators ( other than paid vacations and employment injur y insurance) ,

especially w ith regard to w age lev els, conclusion o f employment contr acts, pur chase o f 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w or king env ironment . Af ter cont ro lling for human capital and enterprise

character ist ics, majo r dif ferences remain betw een the two regions. These regional dif ferences are

mainly at t ributable to the follow ing factors: the Yangtze Riv er Delta has a higher minimum

wage; it enforces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Law mo re vigo rously ; and it has mor e employees

nat ive to the reg ion. Enter prise management models are affected by demog raphic density and

st ructural factors. Our study f inds that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 er Delta tend to adopt a

÷personal r elat ions" management model, w hich is clo sely r elated to the proport ion of nat ive

emplo yees rather than to business ow ner ship. It w ould be fruit ful to t ry a ÷ reg ion-society-
culture " explanatory appr oach and use concepts such as local citizenship to exam in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eading to reg ional dif ferences in labor rights.

( 7) Emergency Laws in China: Their Forma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Meng Tao # 124#

Chinaøs emergency law s have emerged as a result o f dealing w ith emergencies. They con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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